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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正是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当时在发展经济方面出现了许多新情

况、新问题，习近平同志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政府与市场边界、如何发展经济、农村如何摆脱贫困、

国企股份制改革、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产业结构如何调整优化等方面进行了许多思考，发表了多篇具有原创

性贡献的学术论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

要形成期。对标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可以发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

作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乡村振兴战略等关于经济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福

建萌发、孕育和实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思想以“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形式在福

建开展，以“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为核心内容的工作策略和方法在福建酝酿和实践，

而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和“人民至上”的思想贯穿于始终。总的来说，福建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

重要孕育地、发源地和实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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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运用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它以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全

面领导为根本保证、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为根本立场、以坚持新发展理念为核心内

容、以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要抓手、以实施乡村振兴等重大发展战略为重要举措，并始终

坚持以正确的工作策略和方法推进工作，是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中形成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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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科学理论体系。①

福建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发源地和实践地。1985 年 6 月，习近平同志从河

北正定到福建工作，先后在厦门、宁德、福州等地和福建省委、省政府工作。习近平同志在福

建工作的时期正是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福建工作期

间，他踏遍了八闽大地进行调查研究，同时研读了《资本论》等经典著作，完成了对农村经济

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博士学位论文，出版了多部著作，在《东南学术》《管理世界》《经济学动

态》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具有原创性贡献的学术论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大理

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因此，在福建工作的时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形成期。关于

福建工作时期的重要性，习近平同志讲道: “我曾在福建工作生活了 17 年，度过了人生最美

好的一段年华，这段时间正是福建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亲身经历了上个世纪 80 年代福

建由农村改革转向城市的全面改革探索阶段，90 年代改革开放的加快发展阶段，以及新世

纪初福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推进阶段。”②2021 年 3 月 22—25 日在福建考察期

间，习近平总书记动情地说道:“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我深有感情。离开福建以后，我

也一直关注福建。在这里工作期间的一些思考和探索，在我后来的工作中仍在思考和深化，

有些已经在全国更大范围实践了。”③

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习近平经济思想在福建的孕育与实践进行研究，试图构

建一个从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的“一些思考和探索”到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演进谱系，

具体内容包括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个辩证关系”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

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反对建设性破坏”到坚持新发展理念、从“摆脱贫困”到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从“不搞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就不能进步”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
“统筹规划”“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正确

工作策略和方法，而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始

终，本文不单独列出分析。

一、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个辩证关系”到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我们党

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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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①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括为“十个明确”，第 7 条“明确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

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②党的二十大报告明

确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进入新的

阶段。对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科

学探索，尤其是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个辩证关系的论述，是“使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重要理论来源。
( 一)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辩证统一”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起决定性作用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最难解决的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

济能否相容问题，对此，习近平同志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个辩证关系》中进行

了阐述，③并在《东南学术》2001 年第 4 期发表的《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一文

中，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俄国革命入手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融合进行了论证。
习近平同志指出:“19 世纪 80 年代初，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飞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指出

一些发展落后的国家可以越过资本主义走进社会主义，‘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

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如果它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

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

能获得新的生命’。”④

确实，对于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在社会制度上能否越过“卡夫丁峡谷”，马克思在 1882 年

《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明确回答:“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

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⑤也就是说，马克

思除了提出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共同胜利”的论断外，还对落后国家社会主

义革命能否“一国胜利”进行了思考。至于落后国家飞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能否

逾越商品生产阶段，习近平同志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并进行了论证:“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在社

会制度上能够越过‘卡夫丁峡谷’，并不等于它们在经济发展上也必然能够越过商品经济的‘卡

夫丁峡谷’，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这样的表述和设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也充分证

明，商品经济是那些经济基础薄弱、发展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俄国如此，

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更是如此。既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乃至

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都离不开商品经济特别是发达的商品经济，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

济是相容的。同时，也正是基于这一根本原因，决定了《资本论》所揭示的科学原理，对建立和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⑥

商品生产落后国家要想从经济上跨越“卡夫丁峡谷”，必须发展市场经济。虽然社会主

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组合与“市场经济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浑然一体的经济运行方式”⑦有所

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市场要代替计划，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使市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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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理论基础。①

( 二)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与政治的辩证统一”到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如果说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逾越的阶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必然

选择的话，那么，如何既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呢? 习近平同志

分析道:“要使市场经济能够象发展资本主义那样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一

件自然而然就能发生作用的事情，决不象摆积木那样放在一起或用外力将之硬性绑在一起

那样简单。”②只有通过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体制

的优越性有机融合在一起，使之成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合力。③习近平同志通过对政治与经

济关系的论述，为“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供了理论支撑。
习近平同志在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作家有关论述进行梳理后，对经济与政治关系进行

了回答:“经济离不开政治，政治也离不开经济，这是客观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经济政治化

和政治经济化，应是经济和政治辩证统一关系和谐发展的集中体现。”④至于社会主义经济

与政治关系，习近平同志讲道:“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为实现政治与经济的辩证

统一找到一种迄今为止的最佳形式。”⑤对此，他进一步指出: “能够集中财力办大事是社会

主义制度的一大经济优势。”⑥这一优势为避免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提供了解

决思路，那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而习近平同志指出的“党的领导、群众

路线、思想政治工作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三大政治优势”，其中的群众路线、思想政治工作都

需要党的领导，经济工作也不例外。换句话说，习近平同志在福建期间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理论探索，为新时代“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奠定了基础。
对于政府的作用，习近平同志在《“有限”管理与“无限”服务》中进行了分析:“在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应讲究‘有限’管理与‘无限’服务的辩证法。”⑦他认为，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的职能应从计划经济事无巨细的管理向“有限”管理转换，同时，

政府要做好“无限”服务，主要是因为“政府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⑧他还对地方政府在政府职

能上的“缺位”和“越位”进行了批判，对于如何发挥政府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尽管从理论上已

经弄清楚了政府的作用，但是在实践上如何实现呢? 习近平结合福州市两个社区服务中心的

调研，在《政府该怎样为百姓服务》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发现被群众称为“政府超市”的

“一站式服务”窗口，减少了审批项目，简化了办事程序，初步解决了“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
事难办”的官僚作风，效果非常好。⑨ 笔者在 2008 年牵头做“石家庄市电子政府发展规划”时，

曾对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进行调研并发现，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非常高效，那是习近平同志主

政福州时“四个万家”“棚户区改造”“马上就办”等执政为民思想的体现。
总的来说，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探

索，也由此说明，福建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萌发地

和实践地。同时，他也对“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进行了研究，并在主政的宁德和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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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以及主管或分管的领域一以贯之。①

二、从“反对建设性破坏”到坚持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是新时代破解发展难题、跨越“中等收入陷

阱”、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是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② 由于发展

阶段的生产力水平不同和环境不同，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虽然并未提出“五位一体”的

新发展理念，但是研究发现，以在厦门时提出的“反对建设性破坏”为标识，习近平同志的经济

发展思想是依据生产力发展阶段，坚持人民至上，兼顾短期和长期，统筹经济社会的发展思想。
福建是新发展理念的孕育地和实践地，其中最具超前意识的是绿色发展，最有效的工具是开放

发展，最具特色的是协调发展，最为注重的是共享发展，而创新发展的思想贯穿于其在福建工

作 17 年半的始终。考虑到共享发展与其他内容有较多重叠，本节不做介绍。
( 一) 从“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山上就是‘银行’了”到坚持绿色发展

对生态文明的重视是习近平同志一以贯之的思想，绿色发展理念实际上是他在福建工

作期间就已经基本形成。至于习近平同志在 2005 年 8 月 15 日到浙江安吉天荒坪镇余村考

察时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笔者看来，那就是他对在福建时的生态文明理念的

延续、创新与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出现，如若不然，

风景如画的古代早已遍布“金山银山”。
早在 1986 年 1 月 10 日，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就明确

指出，“能不能以局部的破坏来进行另一方面的建设? 我自己认为是很清楚的，厦门是不能

以这种代价来换取其他方面的发展”，并严厉地指出，“由于愚昧造成的破坏已经不是主要方

面了，现在是另一种倾向，就是建设性的破坏”。③ 这是发生在国家对环境保护还不够重视

的 20 世纪 80 年代! 更具有说服力的是，习近平同志主持编制的《1985 年—2000 年厦门经

济社会发展战略》，首次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正式提出规划生态环境问题，并设置“厦

门市城镇体系与生态环境问题”专章。他对“建设性破坏”的反对不仅体现在城市建设中，

对贫穷的农村也不例外。1986 年 4 月 7 日，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在军营

村和白交祠村调研时就提出，要绿化造林，保护生态。
习近平同志的绿色发展理念在主政宁德时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有着“中国扶贫第一村”

之称的福鼎赤溪村，习近平同志专门指出: “抓山也能致富，把山管住，坚持十年、十五年、二
十年，我们的山上就是‘银行’了。”④也许没有人会想到，30 年后“山上就是‘银行’了”的预

言得到了印证———2017 年赤溪村村级收入达到了 80 万元。这里，绿水青山变“银行”走近

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表明绿色发展的思想在宁德已见雏形。他在 1988 年 9 月深入

调研宁德 9 县后，重新梳理了“山”与“海”的辩证法，发现闽东的贫穷在于“山”和“海”，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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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习近平在厦门》《习近平在宁德》《习近平在福州》《习近平在福建》《摆脱贫困》中相关的内容。
郭冠清:《新发展理念生成逻辑及其对新发展格局的引领作用研究》，《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1 年第 4 期。
新华社:《习近平同志推动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发展的探索与实践》，2018 年 6 月 13 日，https: / /www． xndjw． gov． cn /
website /contents /11 /38901． html。
这段话记载在 1988 年 8 月 11 日印发的《福鼎通讯》上，参见张政、刘文嘉、高建进:《滴水穿石三十年———福建宁德脱

贫纪事》，《社会主义论坛》2018 年第 6 期。



的优势也在于“山”和“海”，并提出要抓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大农业。1989 年 1 月，

他在引用闽东群众的话“什么时候闽东的山都绿了，什么时候闽东就富了”之后，提出了“发

展林业是闽东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和“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①的观点。这一提法不仅

说明环境和发展的重要性，而且暗含在一定的条件下“绿水青山”也能创造经济价值的观点。
1997 年 4 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在三明常口村调研时指出:“现在的青山绿水似

乎看起来没有多少价值，但从长远看，是无价之宝，将来的价值无法估量。”“青山绿水是无价

之宝，山区要画好山水画，做好山水田文章。”②而这不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吗? 这

些超前的理念在福州建设、木兰溪蝶变、长汀治理、福建生态省建设等实践中不断得到深化

和发展，也预示着“术语的革命”将在新时代到来。
( 二) 从“走开放的道路，跨出自己的小天地”“海上福州”到坚持开放发展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时期，既是对外开放风生云起的大好时期，也是福建由曾经的海

防前线成为我国对外开放前沿的重要时期，这为开放发展理念在福建的孕育与实践创造了

条件。
厦门是习近平同志第一次直接参与沿海发达地区改革开放的地方，③在厦门经济特区这一

特殊的开放背景下，实践层面有不少创新之举，例如探索建设“自由港型的经济特区”，成功组

建了我国第一个地方航空公司即厦门航空公司，率先建立经济特区金融体系，率先成立外汇调

剂中心，率先组建金融同业公会，还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厦门国际银行，而这

些创新之举可以说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南自由港建设、亚洲投资银行建设等的“预演”。
与第一批开放城市厦门不同，闽东是福建比较贫困的地区之一，在这种条件下，如何把

闽东地区经济搞上去，确实面临很大挑战。习近平同志认为，要改变宁德贫困状态，首先要

改变贫困意识，思想要开放，弱鸟可以先飞。要走开放的道路，就需要挖掘闽东的资源，让外

面的世界更多地了解闽东。为此，1990 年习近平同志亲自组织力量创作电视音乐片《山海

的交响》，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并荣获全国电视文艺最高奖“星光奖”，有力地让闽东风光“走

出去”。④ 要走开放的道路，离不开畲族经济的开放。习近平同志指出: “畲族经济要发展，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走开放的道路，跨出自己的小天地。”⑤他从三个方面指出了畲族经济的

开放道路: 第一，要树立经济观念，这是开放的前提条件; 第二，要进行经济的综合开发，这是

畲族经济开放的主要目标; 第三，搞活商品经济是畲族经济开放的着力点。对于如何开放带

动闽东经济脱贫致富，习近平同志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双向开放”和“双向开发”相结合的思

路。“双向开放”即对内对外同步开放，“双向开发”即资源和市场同时开发。⑥

与闽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福州不仅是福建的省会城市，而且还是第一批开放的 14 个

城市之一。习近平同志在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创造性地确立了“‘大侨务’观念”，提出

了“以侨引侨、以侨引外、以侨引台”的开放思路，并以建设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的战略布局，

推动福州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大格局。尤其重要的是，开启了“海上福州”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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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⑥ 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92、90、101 － 102 页。
《三明市将乐县常口村: 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人民日报》2020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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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日。
陈小韦:《习近平总书记“五大发展理念”在闽东的早期实践》，《福州党校学报》2018 年第 1 期。



之路，即以海岛建设为依托，以海岸带开发为重点，以海洋的综合利用为突破口，全面提高福

州综合开发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①“海上福州”是习近平同志在主政福州期间对外开放

的重要举措，是“海洋强国”战略思想的发源地和实践地。
在福建省委、省政府任职期间，习近平同志的开放思想一以贯之。在 2001 年“9·8”投

洽会上，习近平热情洋溢地讲道:“对外开放兴，福建兴; 对外开放步伐加快，福建兴旺繁荣的

机会越大。”②这是福建对外开放的具有标识性的语言表述。针对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

织成员，习近平同志发表了《以“入世”为契机，加快福建外向型经济发展》，深入分析了福建

发展的契机，吹响了“抓住入世契机，加快发展福建外向型经济”的号角，③从“在更大范围和

更深程度上推进福建对外开放”“加强闽台港澳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着力构建福建发展的

战略通道，北承南接西连东出，进一步拓宽福建的经济腹地和发展空间”“加快行政体制改

革，及时转变政府职能和管理方式”“引进高层次人才和青年专业人才，培养一支高素质的人

才队伍”等方面，指出了入世后的工作重点。④

( 三) 从“‘弱鸟’可否先飞，如何先飞”“念好新时期的‘人才经’”到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创新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力量，我国对创新乃至建设创新型国家一贯

重视，但是当经济进入新常态，“三驾马车”不足以拉动中国这艘“巨轮”，人口红利消失，迫

切需要新的经济动力的时候，创新的作用会更进一步体现出来。⑤ 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必

然要求和战略举措。”⑥生产力所处的阶段不同，对创新的重视程度和创新的表现形式也不

同，但纵观习近平同志在福建 17 年半的工作，可以清楚地看出，创新是贯穿始终的主线。
如果说在厦门，习近平同志在其分管的体制机制改革中提出“放水养鱼”的思路、在领导

制定的《1985 年—2000 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提出“在适当的时候逐步开展离岸金融

业务”“生态位”概念、对厦门发展战略定位时提出“厦门要走特色自由港之路”、⑦厦门航空

公司初创时的机制设计创造了国有企业连续 34 年盈利的奇迹、设计的厦门国际投资银行率

先利用了国际资金等颇具创新色彩的话，那么，习近平同志在主政宁德时提出的“‘弱鸟’可

否先飞，如何先飞”论断则是其在福建期间创新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
如前所述，贫困的宁德如何发展是习近平同志 1988 年 6 月开始主政宁德时面临的一大

难题。当时我国正处于转型期，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压力大，财政紧缩是国家的主要宏观经

济政策，在此情况下，国家不可能对闽东进行大规模投资。习近平同志在调研了闽东 9 个县

后发现本地连温饱都成问题，一下子抱个“金娃娃”的超常规发展愿望是不符合实际的，由

此，提出了“弱鸟可以先飞”的发展理念，但“闽东这只‘弱鸟’可否先飞，如何先飞?”⑧在《弱

鸟如何先飞———闽东九县调查随感》中，习近平同志首先提出了“先飞”的意识，分析了“弱

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的辩证法，⑨指出观念不能“贫困”是关键，强调要树立商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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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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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戴艳梅、储白珊、谢婷:《开放发展 风起帆张———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开放篇》，《福建党史月刊》
2017 年第 10 期。

④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思考》，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59、258 － 262 页。
郭冠清:《新发展理念生成逻辑及其对新发展格局的引领作用研究》，《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1 年第 4 期。
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第 104 页。
张艳涛:《制定发展战略 为厦门擘画永续发展蓝图———习近平同志推动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发展的探索与实践》，

《中国纪检监察》2020 年第 18 期。
⑨ 习近平:《摆脱贫困》，第 1、2 页。



建设观念，“不能搞‘政治、经济’两张皮”。① 他还指出，闽东穷在“农”上，也只能富在“农”
上，需要“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而只靠“农”还是远远不够的，闽东发展的动

力在于工业，要正确处理好速度和利益的关系。确实，只要发扬“滴水穿石”的精神，“弱鸟

可以先飞”。闽东在习近平同志擘画的蓝图下，创造出一条独特发展之路，正如笔者在下党

乡上党村调研时所看到的展馆后记所写:“这里是习近平扶贫开发思想的‘策源地’和‘实践

田’。‘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在这里诞生，‘四下基层’工作制度在这里提出，‘脱贫路上一

个都不能少’在这里落实，总书记亲民爱民为民的公仆情怀在这里传扬!”
人是创新发展的核心因素，习近平同志一以贯之重视人才的建设。早在主政河北正定

时，他就创造了许多重视人才的佳话( 如与时任县长程宝怀一起挨个楼道找专家) ，②还写了

《人才对发展经济的作用不可估量》《建设现代化大农业要靠专门人才》等文章。③ 在福建工

作时，习近平同志将人才建设与时代特点紧密结合，在《念好新时期的“人才经”》中讲道:

“必须做到‘知、举、用、待、育’五个字，环环相扣，既要知人善任，人尽其才，又要尊重人才，

爱护人才，成就人才。”④他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念好新时期的“人才经”》中强调:

“正确地选拔使用人才，关系到我们党的事业的成败。只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搞好选拔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的工作就一定会有一大批有胆有识有真本领的人才出现

在我们面前，从组织上保证党提出的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发展战略目标的圆满实

现。”⑤20 世纪 90 年代，福州一家难以生存的科技团队在习近平同志的关心支持下，成长为

福建乃至全国的高科技龙头企业———新大陆科技集团。他不仅对本土科技人才关心扶持，

对外来人才引进也非常重视。20 世纪 90 年代初，福州每年以上千人的速度引进各类人才，

不拘一格引人才，大胆挖潜用人才。⑥

( 四) 从“经济大合唱”到坚持协调发展

协调发展是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发展不

平衡问题的重要法宝，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手段。⑦

关于“经济大合唱”的论述是习近平同志协调发展理念在福建孕育和发展的集中体现。
习近平同志提倡“经济大合唱”，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个主旋律，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协调

发展，尽管这个理念可能受到主政河北正定时“诸城模式”的启迪，但对于这个理念的系统阐

述是在宁德工作时期写的《提倡“经济大合唱”》一文中。在这篇文章中，习近平同志从一个

乡镇的调查讲起。这个乡镇的墙壁上挂了许多锦旗，又是优秀又是第一，但没有经济建设方

面的。这种干工作主次不分，没有经济建设主旋律，在习近平同志看来，那就是“瞎忙乎”。
由此，他提出了“经济大合唱”的论述，其主旋律自然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如果缺乏主旋

律，各唱各的歌、各吹各的号，就会乱。而且“经济大合唱”得有总指挥，地方总指挥就是党

委、政府，否则“党委一个调，人大一个调，政协一个调，政府又是一个调，‘杂花生树，群莺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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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2017 年第 12 期。
郭冠清:《新发展理念生成逻辑及其对新发展格局的引领作用研究》，《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1 年第 4 期。



飞’，这个地方的‘歌’肯定会唱不好”。①

“建立区域性的共同市场”是习近平同志关于协调发展理念的另一重要体现。由于地市

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地市之间的合作非常困难，但总有例外，福州、莆田、三明、宁德、南平

( 原建阳) 闽东北区域合作( 原名五地市横向经济联合) 就是如此，习近平同志当年针对闽东

北区域提出的“建立区域性的共同市场”的前瞻性思路，②对推动福建省内区域协作具有重

要指导意义。需要强调的是，在“3820”战略工程中，对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做了专门部

署，提出要“大力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增强福州的吸引力和辐射力”，③不仅强调城区与县乡、
沿海与山区共同发展、强调三大产业协调发展、强调经济和社会协同发展，而且以系统的眼

光提出，要加强闽东北优势互补、全面发展。④

总的来说，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对如何发展经济进行了多方位的思考，并结合

省情、市情，提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全局性的发展思想，由此表明，福建是新发展理念的孕育

地、发源地和实践地。

三、从“摆脱贫困”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分管过农业农村，也曾主政一方，对“三农”有着近距离的接

触，并进行了大量理论研究。毫无疑问，福建是习近平同志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的孕育地

和实践地。
( 一) 从“摆脱贫困”“弱鸟先飞”到精准扶贫

1988 年习近平同志开始主政宁德时，宁德是东部沿海“黄金断裂带”，所属的 9 个县中

有 6 个县被省里列为贫困县，51 个乡镇为贫困乡，摆脱贫困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尽管在梁

家河时他长时间感受了农民的贫困，在正定时也曾经解决农民吃不饱饭问题，甚至在厦门军

营村、白交祠村等地也感受了农民的疾苦，但是在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仍然有这么大

面积的贫困地区、这么多的贫困人口，是习近平同志之前未曾遇到的，《摆脱贫困》记录了他

对宁德如何摆脱贫困的思考，是“精准扶贫”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
在《摆脱贫困》中，习近平同志强调“扶贫先扶志”，要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要有

“锲而不舍”“久久为功”“滴水穿石”的精神; 扶贫要找准路子，“要使弱鸟先飞，飞得快，飞得

高，必须探讨一条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路子”; 扶贫要发展特色经济。在对“正确处理闽东经

济发展的六个关系”分析基础上，他明确指出，“闽东的振兴在于‘林’”，“什么时候闽东的山

都绿了，什么时候闽东就富了”，其“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的寓意与在浙江余村首次提出

的“两山理论”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扶贫要“走一条发展大农业的路子”，要将工业和农业两

个“轮子”转起来;“扶贫要注意增强乡村两级集体经济的实力”，要发展集体经济。⑤需要强

调的是，习近平同志对扶贫中农村党组织的建设给予了特别关注，提出“要加强脱贫第一线

的核心力量”，要积极发挥农村党组织的作用，强调“党对农村的坚强领导，是使贫困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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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克辉:《福建区域协调发展与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 年第 1 期。



走向富裕道路的最重要的保证”。①

( 二) 从“走一条发展大农业的路子”到构建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产业体系

如何发展农业是一个迄今为止仍然未完全解决而且在乡村振兴中必须解决的难题。对于

农业的发展思路，习近平同志在主政宁德时就已经给出了答案:“闽东要想从根本上脱贫致富，

就必须走一条发展大农业的路子。什么是大农业呢? 大农业是朝着多功能、开放式、综合性方

向发展的立体农业。”②习近平同志关于大农业的发展理念，在主政正定时已经形成并付诸实

践，他指出，“农业和农村经济健康发展必须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和农工商综合经营的道

路”，并认为“从单一的种植业的小农业，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立体化大农业，这是认识上

的一个飞跃，也是一个突破性的战略转变”。③ 再往前溯源的话，习近平同志在梁家河当村支部

书记时就已经有了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思想的萌芽，④尽管那时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
在《走一条发展大农业的路子》一文中，习近平同志结合宁德的实际，对如何发展大农业进

行了理论探索，成为宁德此后几十年农业发展的指南，也为各地结合市情、县情、乡情进行乡村

振兴创造了条件。尽管宁德走大农业发展道路受到农业基础比较薄弱、工业发展缓慢、财力

弱、资金少等的制约，但是依然需要通过发展大农业摆脱贫困，习近平同志主要就粮食生产问

题、家庭联产承包制问题、综合开发问题、农村集体经济问题、科技兴农问题、农村服务体系问

题进行了分析。关于粮食生产问题，习近平同志在深入调研基础上，对当地调入粮食难度高、
运输成本高，粮食生产对脱贫致富、整个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意义进行了分析。关于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问题，习近平同志在肯定其“分”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对“统”的职能不足带来的问题

进行分析，提出要统筹“统”与“分”的关系、壮大集体经济兴办有特色乡镇企业的重要论断，这

为乡镇振兴中如何处理“统”与“分”的关系提供了思路。关于农业综合开发问题，他提出了多

层次、深层次的综合开发思路，主要包括三个转变: 从以资源开发为主向以技术开发、产品开发

内涵性生产为主转变，从以产量型生产为主向以质量型、出口型、创汇型生产为主转变，从以小

商品生产流通为主向以大批量生产、大范围流通为主转变。开发农业需要大量的投入，宁德资

金紧缺、技术力量薄弱怎么办? 习近平同志在对宁德具有劳动力资源丰富、农田水利基本建成

等优势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大农业发展是一条可行的发展途径，此后的实践支持了他的这一分

析。关于科技兴农问题，习近平同志很有把握地指出:“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种植业和养殖业

的单位面积产量，形成一个高产、低耗、优质、高效的农业生产体系。”⑤他还对重视科技获得的

好处进行了分析，主要包括“依靠科技的力量来开发、利用原来不能用的资源”“依靠科学技术

以节约要素的投入”“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扩展农副产品的销售市场”“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改

善农民的生产水平”，这里可以看出新时代“让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的影子。关于为大农业服

务问题，他强调的“不但要把农民的生产任务和贡献‘量化’，而且必须把各部门和集体经济组

织的服务职责‘硬化’”，⑥非常耐人寻味，其中包含如何“以农民为中心”进行服务，就体现了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习近平同志关于大农业生产的重要论述，为新的历史时期构建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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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体系，提供了解决思路和行之有效的方法。
( 三) 从“农村市场化”到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基于大国小农基本国情和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对接困难，①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

告中首次提出“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2019 年 2 月，中办、国办专门出台了《关

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②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农村

市场化的研究，是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理论来源。
习近平同志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中，对农村市场化进行了定义，

与农业市场化、农业产业市场化、农产品的市场化等相比，该定义覆盖了西方发达国家农业

产业化发展过程中没有的农村工业、农村第三产业在内的农村经济的概念。对于农村市场

化建设，习近平同志还就农村市场化与工业化、城市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共同富裕的诉求，给

出了相关的道路选择，主要包括“坚持走农村市场化与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同步发展、互
促共进、同期实现的发展道路”“坚持走城市、农村共同吸引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发展道

路”“坚持走共同富裕的农村市场化的发展道路”“坚持走东部沿海农村与中西部欠发达农

村协调发展的农村市场化道路”。③

需要说明的是，习近平同志关于农村市场化的论述不仅包含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区域之间

的平衡发展，还包含如何通过农村市场化走向共同富裕的内容。同时，针对自发的农村市场化

建设中存在的困难，他提出了要加强政府对农村市场化建设的宏观调控，而这一点是西方发达

国家很难具备的。在《福建农村市场化发展探索》《现代农业实践》中，他结合福建省情、市情、
县情，对农村市场化进行了进一步探索。习近平同志关于“农村市场化”的重要论述是破解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出现的“三农”难题，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的困难，实现小农户和现

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法宝，在可以预期的新发展阶段，它一定能成为推进乡村振兴的有

力武器。
总的来说，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已经涵盖了精准扶

贫、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重要战略的内容，由此表明福建是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

述的孕育地与实践地。

四、从“不搞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就不能进步”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原有的需求管理政策已不足以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依据我

国的生产力状况和国内外环境，开启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要抓手的全面深化改革。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结合起来，为今后一个时期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打造新引擎、构建新支撑奠定了基础。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在体

制机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供给结构调整优化、产业转型升级、林权制度改革等方面进行了

有益探索，在破除制约生产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机制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为供给侧结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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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重要论述的提出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 一) 从“不搞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就不能进步”到全面深化改革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始终重视改革，大力推动改革。在 1987 年 6 月 8 日厦门

市委常委会会议上，他讲道:“不搞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就不能进步。”①在 2002 年发表的《研

究借鉴晋江经验 加快县域经济发展》中，他指出: “只要是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的，就要在实践中大胆去闯去试。”②

习近平同志对厦门经济体制进行了大胆创新性改革。改革开放以及“有计划商品经济”的

提出，为分管体制机制改革的习近平创造了条件，他直接领导推动了一系列棘手的改革探索，

“放水养鱼”就是其中之一。厦门在全国率先出台税利分流措施，全市 66 家预算内国营工业企

业实行税利分流、税后还贷，针对不同企业，采取不同上交比例，除交税外，尽可能把红利留给

企业发展生产。改革第一年，厦门港务局就赚了 2000 多万元，没几年赚了 7 亿多。③ 需要特别

强调的是，习近平同志在厦门的机构改革方向上，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 这对当

时冲破计划经济体制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并以此为原则撤销了 8 个工业局，在全国率先实行

大部委制，简化企业审批、放权给企业。习近平同志还率先提出建立以人民银行为领导、专业

银行为主体、多地金融机构为补充的、分工协作的特区金融体系。④ 更为惊奇的是，在习近平同

志的倡议下，1985 年 8 月厦门成立了我国第一家跨国银行即厦门国际银行。
在实际调研中我们发现，截至 2021 年，在我国连续盈利 33 年的航空公司，竟是习近平

同志骑着自行车无数次往返一手建立起来的厦门航空公司，而且在该公司创造性地建立了

地方党委领导制。⑤ 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发起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主政宁德、福州和福建省政

府期间进一步得到体现，例如主政福州时大胆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福耀玻璃工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在那时改制后上市的，上文提到的数字福建、生态福建建设看起来与经

济体制无关，实际上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的案例，这些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新时代全面深

化改革的“预演”，只是时代不同、生产力发展阶段不同、国情与省情不同而已。
习近平同志还非常重视农业的改革。如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我国的集体

林权制度改革，并不是来自国家的顶层设计，而是来自龙岩市武平县基层的探索，是一种诱

致性制度变迁，地方政府和农民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习近平同志的亲自指导和推动

下，集体林权制改革成为基层实践的重要探索，而且逐渐上升为国家政策。2008 年中共中

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 中发〔2008〕10 号) ，2016 年 11
月 16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完善集体林权制度的意见》( 国办发〔2016〕83 号) 。

武平县基层的探索来自于山林保护问题的出现，即“权属不清，边界不明”，林农维护山

林的成本很高、收益很低，无法调动农民积极性。2001 年更换旧林权证时出现的系列纠纷促

使县委、县政府下决心进行改革。2001 年，武平在两个村进行试点。针对“山要怎么分、山

12

《东南学术》2023 年第 3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崔永辉:《努力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好、办得水平更高》，《人民日报》2021 年 12 月 20 日。
习近平:《研究借鉴晋江经验 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关于晋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调查与思考》，《人民日报》2002
年 8 月 20 日。
吴毓健、林侃、方炜杭:《改革争先 击水中流———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改革篇》，《福建党史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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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由谁分”这个最棘手的问题，在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万安乡捷文村提出了“山要平均

分、山要群众自己分”的思路，把所有集体山林按照“耕者有其山”的原则落实到户。此后，

武平在全县 17 个乡镇 200 多个村进行试点，开启集体林权“分山到户、家庭承包”的试验。
正当武平县委、县政府对集体林权的探索“忧心忡忡”时，2002 年 6 月 20 日，习近平同

志到武平调研，明确指出林改的方向是对的，关键是要脚踏实地向前推进，让老百姓真正受

益，并强调“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就是要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山下搬向山上”。① 在他的

推动下，这项集体林权改革在福建生根发芽，并逐步成为以“明晰产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

置权、确保收益权”为核心内容的国家政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农村改

革的缩影，是新时代以来我国深化农村改革的实践来源。
( 二) 从“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是“十五”期间国民经济发展的主线。习近平同志结合福

建的实际对如何进行产业结构性调整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理论探索，在《管理世界》《求是》等

重要刊物上发表了许多具有原创性贡献的学术论文，为新时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提

供了理论支撑。
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在他主政福建省政府期间，福建省正处于工

业化加速发展阶段，2000 年工业经济增长对国民经济的增长贡献率达 54. 4%，但仍然面临着许

多困难，产业结构不合理、整体素质不高、体制障碍还没有完全消除，因此如何调整优化产业结

构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② 2000 年 9 月 25 日，习近平同志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

运才访谈时，提出了福建经济结构优化调整战略构想: 经济全球化发展加快，特别是我国将要

加入世贸组织，要求福建的经济结构必须“调快”“调大”; 科技革命发展迅猛发展，特别是知识

经济的初露端倪，要求福建的经济结构必须“调高”“调新”; 跨世纪发展中日趋激烈的区域经济

竞争，要求福建的经济结构必须“调优”“调活”; 面对新世纪激烈的国际竞争，还要求福建的经

济结构必须能够“调外”。在《解决深层次矛盾 推动工业经济发展———在福建省经贸工作会

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强调:“要继续按照‘调高、调大、调外、调新、调优、调活、调快’( 简

称‘7 调’) 的要求，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以技术进步为支撑，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步

伐。”③由此，形成了以“7 调”为核心的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战略。
习近平同志还对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意义和紧迫性进行了分析。在《福建省产业结构调

整优化研究》中，他提出，要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关键要落实在产业的

生产方式和生产水平上。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能力落后的企业难以淘汰，与之相适应的落后

生产方式和经济管理体制将难以改变”。④ 这说明，落后生产方式和经济管理体制已经与生产

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由于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需要通过促进产

业的优化升级，才能形成核心竞争力，因而，“只有运用先进科学技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

的优化升级，才能形成后发优势，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这要求福建进入新世纪后，必须善

于运用先进科学技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努力增强经济综合竞争力，从而在激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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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福建》( 下)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4 页。
③ 习近平:《解决深层次矛盾 推动工业经济发展———在福建省经贸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经贸导刊》2001 年第

5 期。
习近平:《福建省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研究》，《管理世界》2001 年第 5 期。



国际和国内经济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① 在文中，习近平同志对福建产业结构调整的概况和

现状进行了阐述和分析，在肯定全省三次产业结构由“九五”期初的21. 7∶ 42. 4∶ 35. 9 调整为

“九五”期末的 16. 3∶ 43. 6∶ 40. 1 的基础上，认为福建发展中存在的结构调整不够快( 如与东

部地区相比差距很大) 、产业规模不够大( 没有 1 家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上百亿元) 、产业发展水

平不够高( 高新技术产业占比仅 16% ) 、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的作用不突出( 5 个支柱产业和 2
个重点产业占比低且发展不稳定) 等问题，提出了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思路，并给出了对当前

仍有启发意义的五个优化产业结构的主要举措，包括“把科技创新摆在首要位置，以科技进步

带动产业整体素质的显著提高”“突出抓好体制改革，为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注入动力和活力”
“壮大龙头企业，培育和提高产业优势”“大力培育名牌产品，以产品结构的优化促进产业结构

的升级”“发挥对外开放优势，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
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生产领域的各个方面，习近平同志利用

系统观念和辩证思维，还提出了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处理的几个重要关系，分别是正

确处理信息化与工业化的关系、正确处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关系、正确处理发

展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正确处理存量调整与增量调整的关系、正
确处理调整产业结构与防止产业趋同的关系，而这些关系仍然是新的历史时期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需要处理的关系。②

总的来说，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对经济体制、林权制度、产业结构等存在的问

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在其所管理域内进行了创新性改革实践，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全

面深化改革、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先行实验。

五、从“统筹规划”“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到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

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以系统观念为核心的科学思维方法，以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为核心的科学工作方法。③ 科学思维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研究

方法的继承和发展，科学工作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的创新与发展，也是科学思维方

法在经济工作上的应用。科学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方法论基础，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一个鲜明特点。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善于

从系统观念出发谋划经济社会发展，从实际出发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

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福建焕发勃勃生机，推动福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
( 一) 从“统筹规划”到坚持系统观念

坚持系统观念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党的二十大报

告把“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列为“六个必须坚持”之一。
坚持系统观念，统筹谋划地方发展战略，科学制定发展规划，是习近平同志工作的一大

特色。早在正定工作期间，他就领导制定了《正定县经济、技术、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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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其“半城郊经济”的战略定位、中长期发展的战略规划助力正定成为北方县域经济中

最耀眼的“明珠”。① 到厦门工作后，他以系统观念对厦门经济特区发展模式、建设思路、城
市定位、战略重点等进行规划，牵头组织编写了全国经济特区中最早编制的经济社会发展战

略规划———《1985 年—2000 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含 21 个专题报告) 。② 在主政福州

期间，他继续以系统观念谋划地方发展战略，制定了“3820”战略工程，对福州 3 年、8 年、20
年的发展蓝图进行了科学规划，推动福建经济社会发生历史性变革。③在福建省委省政府工

作期间，他依然坚持以系统观念谋划地方发展: 2000 年专门成立省科技教育领导小组，进行

了“数字福建”的顶层设计，在全国超前进入“数字经济”时代; 2001 年专门成立生态建设领

导小组，对福建进行全面生态保护调查，并于 2002 年亲自推动编制《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

划纲要》，为福建水、空气等生态指标持续领先全国创造了条件。
在主政宁德期间，习近平同志坚持以系统观念统筹谋划地方经济发展，上任后马不停蹄

带领地委、行署干部，深入全区 9 个县，开展为期近 1 个月的调查研究，对宁德经济如何发展

进行了战略性思考，先后撰写了《弱鸟如何先飞———闽东九县调查随感》《对闽东经济发展

的思考》《正确处理闽东经济发展的六个关系》等，进一步理清了闽东经济发展的思路———
“关键在于农业、工业两个轮子怎么转”。针对当时闽东以农业为主的实际，他认为小农经济

是富不起来的，要发展大农业。习近平同志提出的闽东发展路径，为宁德摆脱贫困，全面进

入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调离宁德时，94% 的贫困户已基本解决温饱问题。1990
年 8 月 12 日的《人民日报》以“宁德越过温饱线”为题对此进行了报道。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坚持系统观念，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

划、战略性布局，做好顶层设计，以此为基础，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进行整体性推进，是习近平

同志在福建工作的基本策略和方法，并在之后的浙江、上海工作接续下，④形成指导全国经济

工作的正确策略和工作方法。
( 二) 从“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到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稳中求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发展中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集体智慧结

晶，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工作方法，在 2011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将稳

中求进确定为工作总基调。⑤ 党的十八大以来，历次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将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作为必须坚持的正确策略和工作方法，2016 年 12 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把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上升到治国理政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

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2017 年 12 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习近平

经济思想初步概括为七个“坚持”，其中第七个“坚持”是“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而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正是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的核心。⑥ 在福建工作期间，尽管没有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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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编写组:《改革开放与中国县域发展》上卷，第 203 － 232 页。
③ 郭冠清:《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上海经济研究》2018 年第 10 期。

习近平同志在主政浙江期间主持制定的“八八战略”就是一个很好说明。
在 1997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要继续贯彻稳中求进的方针”。在 2011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上，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要突出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稳，就是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保持经济

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进，就是要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

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
主要参考了张旭在 2021 年 12 月 17 日中宏论坛第十九场在线研讨会上所做的题为“稳中求进的历史逻辑和治理智

慧”演讲内容。



提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方法，但确是习近平同志一以贯之的工作作风。
至于如何才能做到稳中求进，习近平同志在《正确处理闽东经济发展的六个关系》中给出

了思路，那就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注重效益”。① “因地制宜、分类指

导”就是从实际出发，是“稳”的基础;“量力而行”就是根据自己的真实状况而行，是“稳”的度

数;“尽力而为”是“求进”的体现;“注重效益”是“求进”的方向。这个指导思想既充分体现了

“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又深化了对“稳中求进”的应用。需要强调的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了与“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精神相一致的“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并有新创新发展。比如，对于如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明确

指出:“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能超越发展阶段，不能提脱离实际的目标，更不能搞形式

主义和‘形象工程’”。②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指出:“我们要实现好、维
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尽力

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

富裕。”③

习近平同志在主政宁德时所讲的“治乱绳，不可急”也是一个“稳中求进”的典范。他在

《从政杂谈》中讲道:“如果在情况不明、心中无数的时候，求成心切，操之过急，也容易违背

科学，脱离实际。‘治乱绳，不可急’，急于求成本身就孕育着失败的危险。”④“治乱绳，不可

急”的“治乱绳”包含着“进”的含义，而“不可急”包含着“稳”的含义，只有“谋于前才可不惑

于后”，⑤亦即稳中才能求进，稳与进是辩证的统一。
需要指出的是，在习近平同志主政宁德之前，他领导设计的厦门“自由港型经济特区”就

是“稳”“进”结合的典型应用。充分利用经济特区的政策优势，在获得邓小平同志首肯“可

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后，提出“自由港”战略构想就是“进”; 而“从保税区到自由贸易

试验区，再到自由港”的“三步走”加“双梯度”开放渐进式发展路径，以及习近平同志带队去

新加坡考察，组织国际研讨会、论证会等深入研究，确保不出现系统性偏差，就是“稳”。“带

有自由港特征的经济特区”建设带来了厦门的繁荣发展，其中的探索为新时代“自由港”落

户海南省奠定了基础，为新时代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了理论积淀和实践经验。⑥ 之

后，习近平同志主持制定的“3820”战略工程和《关于建设“海上福州”的意见》，对福州的生

产力状况、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做出了科学判断，在“稳中求进”中引领福州驶入健康发展的

快车道。
总的来说，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不断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重视用

科学方法观察、思考和分析问题，逐步形成了以坚持系统观念为核心的科学思维方法，以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为核心的科学工作方法。毫无疑问，福建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关于做

好经济工作方法论的重要孕育地、发源地和实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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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⑤ 习近平:《摆脱贫困》，第 75、29、31 页。
习近平:《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社会主义论坛》2019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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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46 页。
《习近平在厦门》，第 42 页。



结 语

寻找从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经济工作重要论述到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清晰谱

系是本文研究的重点，要完成这样的工作，需要以科学的态度为出发点，以经济思想史研究

中的“历史主义”而不是“绝对主义”的视角对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经济工作重

要论述与习近平经济思想做比较分析，弄清楚哪些思想是在贯彻中央精神同福建本地实际

工作相结合中形成的，哪些思想带有超前意识或具有原创性贡献，哪些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在

福建形成的。本文的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
第一，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否相容、政府与市场的效

率边界、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如何对接、乡村如何振兴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形成

一些具有原创性贡献的理论成果，并结合国情、省情、市情、县情进行了实践，在理论与实践

的互动中发展。本文搭建了一个从经济上“跨越卡夫丁峡谷”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

性作用、从“经济与政治关系”到“坚持党对经济全面领导”“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的关于市

场经济体制理论基础形成的谱系，展现其中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第二，与研究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浙江的孕育与实践相比，已有的文献对新发展理念与

习近平同志之于福建的研究较少。本文通过习近平同志的“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
“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山上就是‘银行’了”的论述，论证了福建是绿色发展理念的孕育

地、起源地与实践地。本文还通过习近平同志关于“经济大合唱”“建立区域性的共同市场”
等的论述和实践，论证了“协调发展理念”在福建的孕育与实践，通过成功组建厦门航空公

司、探索建设“自由港型的经济特区”、率先建立经济特区金融体系、率先成立外汇调剂中心、
率先组建金融同业公会、成立全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厦门国际银行等，论证了开放发

展理念在福建的孕育与实践，通过“厦门要走特色自由港之路”“‘弱鸟’可否先飞，如何先

飞”“念好新时期的‘人才经’”等，论证了创新发展理念在福建的孕育与实践。
第三，本文对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在体制机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供给结构调

整优化、产业转型升级、林权制度改革等方面所做的探索进行了研究，试图搭建一个从“不搞

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就不能进步”到全面深化改革、从“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到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演进路径，这一新的视角对于理解在新的历史方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第四，本文对以系统观念为核心的科学思维方法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科学工

作方法的理论来源进行了虽然不是开创性但依然具有一定新意的研究，构建了从“统筹规划”
到坚持系统观念、从“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到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的演进路径。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笔者对习近平同志工作过的地方进行多次调研，也阅读了许多相关

文献，但是要全面完成习近平经济思想在福建的孕育与实践这样的课题研究，依然不可能。
不要说真实再现习近平同志在福建 17 年半工作历史不可能，就是对于仍然发展中的习近平

经济思想的完整准确理解也不可能，因而，本文的研究只是抛砖引玉，期待有更多的相关学

术研究成果出现。

〔责任编辑: 徐淑云〕

17



ABSTＲACTS OF MAIN ESSAYS

The Gestation and Practice of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in Fujian

Guo Guanqing

During the period of Comrade Xi Jinping’s work in Fujian，it was the critical period of
China’s reform and development． At that time，there were many new situations and problem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Comrade Xi Jinping had many reflection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ism and market economy，the boundary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how to develop the econo-
my，how to get rid of poverty in rural areas，the shareholding reform of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the reform of collective forest rights system as well as how to adjust and optimize the industrial struc-
ture． He published many academic papers with original contributions，making in － depth explora-
tions of major theoretic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
tics，which is an important formative period for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According to the
main contents of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it can be found that his new ideas，new concepts
and new strategi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ere sprouted，conceived and put into practice in Fu-
jian，such as the market playing a decisive role in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the government
playing a better role，the“innovative，coordinative，green，open and sharing”development concept
as well as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development thought of supply － side structural re-
form was carried out in Fujian in the form of“reform of collective forest rights system”and“adjust-
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working strategy and method with the core con-
tent of“adhering to systematic concept”and“adhering to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pursuing progress
while maintaining stability”were incubated and practiced in Fujian and the upholding of the Party’
s overall leadership of economic work and the thought of“putting people first”ran through his
mind． In general，Fujian is the important breeding ground，birthplace and practice of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Ｒevisiting“the Great Divergence”: Clarifying the Two Major
Different Modes of Agricultural Evolution in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y and Ｒeality

Philip C． C． Huang

Kenneth Pomeranz and Li Bozhong have recently conceded that they had been wrong that“the
great divergence”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occurred only after 1800，but they continue to in-
sist that when it came to agriculture and its labor productivity，their earlier argument still holds．
There ar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between eighteenth － century England’s crops cum animal hus-
bandry agriculture and China’s crops － only agriculture． It is time we recognize fully how very dif-
ferent the two were and are，and how and why each follows an entirely different pattern to modern
development． It is simply wrong to continue to obscure those basic differences by insisting on e-
quivalence between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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